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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
———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郑丹青，于津平

(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 1995—2011 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
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

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
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

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

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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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得益于“入

世”带来的生产和贸易红利，制造业获得了空前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更是为中国
制造业进一步融入和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运输成本和关税的大幅下降推动
了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但依然无法忽略贸易成本的影响，特别是“逆全球化”浪潮持续增强背景下，
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给全球贸易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生产模式下，
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割和参与国家的空间整合使得中间品多次跨越国境，导致关税和贸易额被多次计

算，从而扭曲了贸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1-2］。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的发展为呈现真实的全球生
产链提供了可靠方法，也更能准确刻画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实际发展程度。那么，传统贸易统计
方式和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测度的贸易成本是否存在不同? 可能存在多大程度扭曲? 中国制造业

对外贸易成本的演变事实是什么?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

是什么? 在中国面临外部贸易摩擦持续发展背景下，正确测度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把握其演

变趋势和特点，探究影响贸易成本变化的关键因素，对正确认识对外贸易的复杂形势，积极应对全球

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变化，推进对外贸易便利化和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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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贸易成本产生的影响依然十分重要。即使不考虑贸易政策壁垒，在高

度一体化经济体之间，“距离已经死亡”也过于夸张，贸易成本仍然很大［3］。但传统贸易理论更多关
注易获取数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可见贸易成本，总体贸易成本本身因其难以融入完全竞争分析

范式而一直被排除在外。Jacks et al．［4］对“一战”前 40 年内的出口和贸易成本研究后认为，双边出
口增长近 40%都是由国际贸易成本下降 10%带来的，全球贸易享受着由科学技术进步等带来的贸
易成本下降的红利。但即使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贸易成本也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障
碍［5］，同时也是打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6］。无论是贸易理论模型还是经验研究，都不能
绕过贸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对生产专业化及国际分工的研究，贸易成本无可置疑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测度和分析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对准确理解和把握一国对外贸易变化及全球价值链分工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表明测度贸易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是衡量贸易国的价格差异或进行实际调查。如

Hummels and Skiba［7］利用产品价格和价值对以运输成本为主的贸易成本进行测度，揭示了“优质苹
果外运之谜”; Limao and Venables［8］利用 40 英尺标准的集装箱从巴尔的摩、马里兰被运到世界其他
国家的运输成本数据来衡量贸易成本，发现基础设施及地理条件越是不利，运输成本越高。Kee
et al．［9］提出一个基于可观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约束指数，发现由于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性而
使得关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贸易成本代理指标。直接测度贸易成本虽可以对特定贸易成本组成部
分进行准确衡量，但也因数据限制及许多不可观察的贸易成本存在而导致无法测度总体贸易成本。
因此，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逐渐成为常用的直接测度方法［10］。但基于事前决定
贸易成本构成的传统引力模型因没有考虑多边阻力影响而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学者们［3-4］对此进行
了改进，不仅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推导出了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还考虑了贸易成本的事后

决定性和多边阻力影响。之后，Novy［11］解决了 Bergstrand et al．［12］指出的与现实不符的贸易成本对
称性问题，从传统引力模型中推导出了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间接度量双边贸易成本的方法，并得到

广泛应用。国内学者如钱学锋和梁琦［13］、方虹等［14］都是在 Novy［5］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测度中国与主
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刘磊和张猛［15］及刘洪铎等［16］则分别在测度贸易成本的基础上研究
了贸易成本对垂直专业化程度及对外直接投资等的影响。许统生和梁肖［17］对中国与 86 个贸易伙
伴 2000—2013 年双边贸易成本和加总贸易成本进行了测算。孙瑾和杨英俊［18］以 Novy［11］为基础计
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 1994—2013 年的双边贸易成本。
但已有文献都依赖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式对中国“总值贸易成本”进行测度。而传统总值贸易

统计下的“重复计算”放大了贸易额，使得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所产生的“瀑布效应”( Cascade
Effects) 放大了贸易成本［19］，因此基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式下测度的贸易成本难免存在偏误。
Duval et al．［20］首次提出了“增加值贸易成本”(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并利用 OECD-WTO 的
TiVA数据库对全球价值链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及服务部门贸易的真实发展水平和便利
化程度进行了探讨。因此，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视角，首先利用增
加值贸易统计方式改进了 Novy［11］的贸易成本测度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
测算，并比较了传统总值贸易方式和增加值贸易方式下测算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差异;其次，从全

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利用动态面板两步系统 GM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从价值链分工视角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的测算和影响研究，有助
于为客观准确地度量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及其变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也为研究贸易成本和全球价

值链的关系提供一些佐证，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便利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相应的决

策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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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模型与中国制造业事实
1． 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本文在 Novy［11］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基础上，利用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进行改进，进而考察中国制

造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的演变特征。
( 1) Novy［11］的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Anderson and Wincoop［3］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考虑了不完全竞争下消费者追求多样化差异化

产品的效用最大化的单部门经济，采用位似偏好的 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反映贸易流和双边距离之间
关系的引力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xij =
yiyj
yW

tij
ΠiP( )

j

1 － σ

( 1)

其中，xij表示 i国向 j国的名义出口，yi 和 yj 分别是 i国和 j国名义收入，yW≡∑ jYj 表示世界所有

国家总收入。tij为外生给定的双边贸易成本; Πi 和 Pj 为价格指数，分别表示 i 国向外和 j 国向内多
边阻力; σ ＞ 1 是产品替代弹性。以上模型受限于固定贸易成本方程、双边贸易成本对称性及不随时
间变化的贸易成本代理变量的假设。Novy［11］克服了以上模型的假设限制，推导出了多边阻力的分
解方法，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他认为当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下降时，原本在本国国内消
费的产品就会出口，该国出口将会增加。双边贸易成本改变不仅会影响国际贸易，也会影响国内贸
易，贸易成本与国内贸易规模也必然有紧密联系。根据式( 1) 可得 i国的国内贸易规模:

xii =
yiyi
yW

tii
ΠiP( )

i

1 － σ

( 2)

tii为 i国国内贸易成本，由式( 2) 可得出 i国向内和向外多边阻力变量乘积:

ΠiPi =
xii
yi
/
yi
y( )W

1
σ － 1

tii ( 3)

当给定 tii时就很容易衡量多边阻力变量，而不依赖不随时间变化的贸易成本代理变量。为得到
不依赖多边阻力的双边贸易流决定模型，由式( 1) 可以得到 j 国向 i 国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和式( 1 )
相乘，则得到一个包含 i国和 j国两国多边阻力的双向引力模型，整理可得:

xijxji = (
yiyj
yW
) 2

tij tji
ΠiPiΠ jP( )

j

1 － σ

( 4)

把式( 3) 代入其中，得到相对于国内贸易的双边国际贸易成本:

tij tji
tii tjj

=
xiixjj
xijx( )

ji

1
σ － 1

( 5)

考虑到国内贸易成本及双边国际贸易成本的不对称性( tii≠tjj，tij≠tji ) ，对式( 5) 取几何平均并转
换为关税等价贸易成本，可得:

ij =
tij tji
tii t( )

jj

1
2

－ 1 =
xiixjj
xijx( )

ji

1
2( σ － 1)

－ 1 ( 6)

式( 6) 即是 Novy［11］的不依赖传统引力模型假设、数据获取更方便、体现了随时间动态变化特征
的双边贸易成本的有效测度模型。
( 2) 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Novy［11］改进的引力模型为测度双边贸易成本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方法。但基于传统总值贸易方

法测度的双边贸易成本因中间品贸易的重复计算问题难免会发生扭曲［20］。Noguera［21］通过把贸易
额分解为最终品和中间品推导出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微观理论基础，发现 Novy［11］贸易成本测算方法

—5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对增加值贸易依然具有适用性。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测度双边国家贸易成本，本文通过郑丹青和于
津平［22］基于最终吸收标准对双边贸易流进行部门层面增加值分解的方法，以增加值出口对 Novy［11］

引力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测度双边国家产业层面增加值贸易成本。对于双边国家贸易流分解方法，
本文以两国两部门为例，具体方法如下:

假设存在两国 i国和 j国，每个国家有两个部门，每个部门所生产产品既可用作最终品，也可用
作中间品被本国和外国所消耗，因此存在:

Eij = Yij + AijXj ( 7)
其中，Eij为 i国对 j国总出口，Xj 为 j国总产出，Yij为 j国对 i国最终产品需求，Aij为 j国消耗 i国

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根据里昂惕夫原理，增加值份额矩阵为:

VB = vi1 vi2 vj1 vj[ ]2

bii11 bii12 bij11 bij12
bii21 bii22 bij21 bij22
bji11 bji12 bjj11 bjj12
bji21 bji22 bjj21 bjj













22

=

vi1b
ii
11 + v

i
2b

ii
21 + v

j
1b

ji
11 + v

j
2b

ji
21

vi1b
ii
12 + v

i
2b

ii
22 + v

j
1b

ji
12 + v

j
2b

ji
22

vi1b
ij
11 + v

i
2b

ij
21 + v

j
1b

jj
11 + v

j
2b

jj
21

vi1b
ij
12 + v

i
2b

ij
22 + v

j
1b

jj
12 + v

j
2b

jj













22

T

( 8)

其中，V为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B为里昂惕夫逆矩阵。根据投入产出技术，一国增加值来自国
内或国外，因此增加值份额矩阵中每个元素都为 1。由式( 8) 可得 i国国内增加值乘子和国外增加值
乘子分别为:

ViBii = vi1 vi[ ]2

bii11 bii12
bii21 bii[ ]

22

=
vi1b

ii
11 + v

i
2b

ii
21

vi1b
ii
12 + v

i
2b

ii[ ]
22

T

VjBji = vj1 vj[ ]2

bji11 bji12
bji21 bji[ ]

22

=
vj1b

ji
11 + v

j
2b

ji
21

vj1b
ji
12 + v

j
2b

ji[ ]
22

T

( ViBii ) T + ( VjBji ) T = [ ]11 ( 9)

基于式( 9) i国增加值乘子间的关系，i 国部门 1 和部门 2 对 j 国总出口中最终产品出口可以分
解为① :

Yij = ( ViBii ) T#Yij + ( VjBji ) T#Yij ( 10)
等式( 10) 中右边第一项表示 j 国消耗的 i 国最终品出口中包含的 i 国增加值，既有 i 国部门 1

的，也有部门 2 的。第二项表示 i国出口到 j国的最终品消费中包含的 j 国两部门的增加值。同理，
由国际投入产出模型，i 国部门 1 和部门 2 对 j 国的中间品出口依据其最终吸收情况可以进行
如下分解:

AijXj = AijBjjYj + AijBjiYi = AijBjjYjj + AijBjjYji + AijBjiYij + AijBjiYii ( 11)
结合式( 9) 和式( 11) ，中间品出口的最终吸收分解为:

AijXj = ( ViBii ) T#AijBjj ( Yjj + Yji ) + ( VjBji ) T#AijBjj ( Yjj + Yji )

+ ( ViBii ) T#AijBji ( Yij + Yii ) + ( VjBji ) T#AijBji ( Yij + Yii ) ( 12)
由式( 10) 和式( 12) ，可得 i国部门 1 和部门 2 对 j国的总出口的分解:

Eij = ( ViBii ) T#Yij + ( ViBii ) T#AijBjjY

             

jj

( 1) 增加值出口

+ ( ViBii ) T#AijBjjYji + ( ViBii ) T#AijBjiY

               

ii

( 2) 国内增加值折返

+ ( ViBii ) T#AijBjiY

       

ij

( 3) 国内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

+ ( VjBji ) T#Yij + ( VjBji ) T#AijBjjY

           

jj

( 4) 国外增加值

( 13)

+ ( VjBji ) T#AijBjiY

     

ij

( 5) 国外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

+ ( VjBji ) T#AijBjjYji + ( VjBji ) T#AijBjiY

               

ii

( 6) 国外增加值折返

—61—

郑丹青，于津平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



式( 13) 是从最终吸收角度对 i国部门 1 和部门 2 向 j国总出口的分解框架。其中，第( 1) 部分是
i国部门 1 和部门 2 的增加值出口，包括 i 国分别以中间品和最终品对 j 国出口并被最终吸收的部
分，此项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部分。通过对双边贸易的计算，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多国多部门。
基于上述分解方法，可以得到双边国家部门层面增加值出口数据 vaxijkt和 vaxjikt及各行业国内贸易数
据 xiikt和 xjjkt，对式( 6) 贸易成本测算模型进行改进，从而得到如下基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的国家部
门间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ijkt =
xiiktxjjkt

vaxijkt vax( )
jikt

1
2( σ － 1)

－ 1 ( 14)

(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测度，首先要获取的数据

是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双边国家产业层面的增加值出口数据。我们使用的基础数据是世界投入产出
数据库提供的 1995—2011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②，该数据库是充分反映国家间产业关联，且在时间
上连续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包括 41 个主要经济体和地区，涵盖了国民经济活动的 35 个行业和部门，
其中制造业 14 个。依据式( 13) 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和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双边国家增加值核算，从
而获得了双边国家的增加值出口数据，这是一个包含 39 个国家 35 个部门 1995—2011 年的双边国家
增加值贸易数据集③。鉴于本文主要考察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我们选取了双边国家制造业增加
值出口数据，具体包括 14 个行业，主要有纺织原料及其制品( c4) ，皮革、皮革制品和鞋类( c5) ，木材
及其制品( c6) ，其他制造业及可再生品( c16) ，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业( c3) ，纸浆、纸制品和印刷出
版( c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c8 ) ，橡胶与塑料制品业 ( c10 )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c11) ，金属制品业( c12) ，化学工业( c9) ，机械设备制造业( c13) ，电子和光学仪器( c14) ，运输设备
制造业( c15) 等。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异质性，本文还从技术类别
角度进行分组比较。具体的技术类别划分方法参照欧盟统计局《欧盟经济活动统计分类》( NACE 第
1 修订版) 在二分位水平上对制造业行业技术的划分，将技术类别划分为低技术行业( c3、c4、c5、c6、
c7、c16) 、中低技术行业( c8、c10、c11、c12) 、中高和高技术行业( c9、c13、c14、c15) 。
其次，要获取各国国内贸易数据。利用 WIOD数据库，在市场出清条件下，根据各国的总产出扣

除出口额就可以间接得到国内贸易额，即 xii = yi － xi，其中 xi =∑i≠j xij。此外，对于反映消费者偏好
的产品替代弹性 σ，较低替代弹性反映消费者对价格及贸易成本的敏感性较差，因此会产生更多的
贸易。根据 Anderson and Wincoop［23］估计结果，替代弹性 σ介于 5 ～ 10 之间。借鉴已有文献的通用
做法，本文把 σ设定为 8，并通过 σ分别为 5 和 10 时贸易成本的变化来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2．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特征事实
( 1) 整体视角
为分析传统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贸易成本测度存在的偏差，本文首先对比了不同

产品替代弹性时两种贸易统计方式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的差异。定义反映“偏差”程度的差
异率指标，表示增加值贸易方式测度的贸易成本与传统总值方式度量的贸易成本间的差异度，差异

率 = ( 增加值方法核算的贸易成本 －传统方法核算的贸易成本) /传统方法核算的贸易成本。具体结
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式测度的贸易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增加值贸易成本明显高于传统总
值贸易成本，这说明传统贸易统计中的重复计算问题带来的“虚高”贸易额致使贸易成本测度整体偏
低，存在扭曲现象。从具体的差异率指标来看，当 σ 分别取 5、8 和 10 时，传统方法下测度的中国制
造业对外贸易成本分别偏低了 11． 863%、8． 564%和 7． 752%。虽然不同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绝对
值影响很大，但我们更关注替代弹性变化对贸易成本变化趋势的影响，而不同替代弹性变化并不影

响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11］。表 1 结果表明无论替代弹性如何，两种方法测算的贸易成本均呈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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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说明 1995 年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效应明显，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普遍下降。虽
然两种方式测度的贸易成本都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却存在差异。σ 分别取 5、8 和 10 时，
1995—2011 年间传统贸易方法下贸易成本下降分别为 56． 537%、36． 432%和 31． 857%，增加值下贸
易成本下降幅度分别为64． 345%、39． 159%和 33． 682%，以增加值贸易方式测度的中国制造业整体
对外贸易成本下降更快。因此，两种方式测度贸易成本间的差异反映出传统总值贸易成本的测度确
实存在扭曲，增加值贸易成本更能准确揭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的特征事实。

表 1 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变化:两种方法的比较

σ = 5 σ = 8 σ = 10
年份 总值方法 增加值方法 差异率 总值方法 增加值方法 差异率 总值方法 增加值方法 差异率

1995 6． 017 7． 041 17． 015 1． 888 2． 096 11． 000 1． 254 1． 375 9． 612
1996 6． 092 6． 682 9． 672 1． 913 2． 044 6． 825 1． 271 1． 349 6． 120
1997 5． 711 6． 291 10． 156 1． 835 1． 967 7． 171 1． 226 1． 305 6． 438
1998 5． 756 6． 327 9． 919 1． 838 1． 966 6． 939 1． 227 1． 303 6． 224
1999 5． 487 6． 051 10． 277 1． 786 1． 916 7． 255 1． 198 1． 276 6． 523
2000 5． 133 5． 745 11． 919 1． 697 1． 839 8． 365 1． 142 1． 228 7． 519
2001 4． 943 5． 507 11． 410 1． 669 1． 805 8． 154 1． 128 1． 211 7． 355
2002 4． 655 5． 192 11． 521 1． 604 1． 737 8． 298 1． 089 1． 171 7． 506
2003 4． 387 4． 920 12． 143 1． 531 1． 667 8． 847 1． 043 1． 127 8． 032
2004 4． 207 4． 713 12． 026 1． 483 1． 616 8． 987 1． 013 1． 096 8． 207
2005 4． 225 4． 803 13． 683 1． 477 1． 623 9． 883 1． 009 1． 099 8． 981
2006 4． 081 4． 633 13． 543 1． 449 1． 596 10． 092 0． 992 1． 083 9． 216
2007 3． 950 4． 489 13． 646 1． 417 1． 562 10． 168 0． 973 1． 063 9． 288
2008 4． 029 4． 586 13． 823 1． 434 1． 581 10． 215 0． 983 1． 074 9． 316
2009 4． 194 4． 600 9． 664 1． 476 1． 585 7． 388 1． 008 1． 077 6． 778
2010 4． 012 4． 437 10． 592 1． 427 1． 544 8． 249 0． 977 1． 052 7． 599
2011 3． 844 4． 284 11． 455 1． 384 1． 506 8． 825 0． 951 1． 028 8． 115
平均 4． 748 5． 312 11． 863 1． 606 1． 744 8． 564 1． 087 1． 172 7． 752

数据来源:利用 WIOD数据和本文方法计算得到。

( 2) 产业视角
为揭示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的产业特征，本文从产业层面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进

行了分析。表 2 报告了当 σ = 8 时，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的贸易成本。具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增
加值贸易成本最高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平均增加值贸易成本达到 2． 351。其次是食
品、饮料和烟草加工行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纸浆、纸制品和印刷出版及木材及其制品，平均增
加值贸易成本都超过 2。这些行业大多是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特别是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及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行业等，更容易受其他国家对市场干预和保护的影响，开
放度较低，贸易成本偏大。其他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均小于 2，其中橡胶与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成本居中，大约为 1． 7，电子和光学仪器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最小，
为 1． 129。从变化趋势来看，1995—2011 年间中国所有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下
降，说明中国制造业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下降最快的行业是机械设备制
造业，下降幅度达到 72． 858%，这同中国鼓励机械设备制造业发展，提升企业生产力及国际竞争力的
导向密切相关。其次是其他制造业及可再生品行业，下降幅度达 72． 303%，而纸浆、纸制品和印刷出
版行业和木材及其制品下降幅度是最小的，分别为 15． 255%和 15． 979%。
从两种方法测度贸易成本的差异率来看，差异率最大的是电子和光学仪器行业及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分别高达 14． 349%和 13． 884%，这两个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分别是最小和最大
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以海上运输为主的运输方式使得国际运输成本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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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进口也是两种贸易方式测度贸易成本差异率高的主要原因。电子和光学仪器行业作为高技术
行业，其差异率之大反映了中国通过大量进口中间零部件进行国内组装再出口的行业特征。其余制
造业行业中，增加值贸易成本高的行业差异率普遍较小，如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行业，两种贸易方
法间的差异率为 4． 948%，这和行业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少中间进口品的特点相吻合。

表 2 中国制造业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变化( σ =8)

低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 中高和高技术行业

年份 c3 c4 c5 c6 c7 c16 c8 c10 c11 c12 c9 c13 c14 c15
1995 2． 636 1． 673 1． 449 2． 273 2． 335 2． 123 2． 738 2． 191 2． 795 1． 881 1． 978 1． 817 1． 437 2． 016
1996 2． 509 1． 865 1． 527 2． 255 2． 319 1． 952 2． 744 1． 959 2． 685 1． 950 1． 835 1． 687 1． 429 1． 900
1997 2． 421 1． 747 1． 528 2． 189 2． 253 1． 804 2． 475 2． 072 2． 262 1． 848 1． 591 1． 870 1． 481 1． 995
1998 2． 426 1． 629 1． 480 2． 129 2． 274 1． 736 2． 589 2． 051 2． 386 1． 845 1． 628 1． 868 1． 338 2． 139
1999 2． 425 1． 581 1． 527 2． 099 2． 164 1． 724 2． 561 1． 986 2． 320 1． 790 1． 527 1． 734 1． 347 2． 038
2000 2． 191 1． 440 1． 451 2． 173 2． 187 1． 583 2． 542 1． 896 2． 238 1． 866 1． 505 1． 604 1． 200 1． 867
2001 2． 369 1． 421 1． 376 2． 115 2． 157 1． 580 2． 392 1． 848 2． 172 1． 772 1． 534 1． 544 1． 189 1． 806
2002 2． 322 1． 361 1． 407 2． 074 2． 035 1． 432 2． 272 1． 823 2． 163 1． 634 1． 472 1． 400 1． 072 1． 847
2003 2． 223 1． 286 1． 313 1． 984 2． 021 1． 306 2． 266 1． 726 2． 111 1． 593 1． 483 1． 346 1． 061 1． 613
2004 2． 183 1． 246 1． 153 1． 971 2． 009 1． 246 2． 132 1． 666 2． 050 1． 597 1． 442 1． 285 0． 961 1． 686
2005 2． 173 1． 241 1． 129 1． 951 2． 069 1． 207 2． 377 1． 613 2． 060 1． 586 1． 404 1． 249 0． 990 1． 675
2006 2． 131 1． 260 1． 191 1． 942 2． 037 1． 256 2． 087 1． 572 2． 006 1． 599 1． 412 1． 225 0． 963 1． 659
2007 2． 072 1． 253 1． 115 1． 904 2． 045 1． 173 2． 193 1． 530 2． 004 1． 580 1． 336 1． 111 0． 929 1． 618
2008 2． 128 1． 198 1． 125 2． 015 2． 093 1． 134 2． 309 1． 520 2． 022 1． 587 1． 343 1． 119 0． 959 1． 581
2009 2． 127 1． 228 1． 077 2． 021 2． 099 1． 214 2． 264 1． 482 2． 017 1． 610 1． 343 1． 088 0． 981 1． 641
2010 2． 012 1． 201 1． 108 2． 041 2． 085 1． 183 1． 993 1． 441 2． 019 1． 628 1． 313 1． 074 0． 958 1． 564
2011 1． 865 1． 219 1． 147 1． 959 2． 026 1． 232 2． 041 1． 403 1． 937 1． 592 1． 286 1． 051 0． 905 1． 423
增加值方法
平均

2． 248 1． 403 1． 300 2． 064 2． 130 1． 464 2． 351 1． 752 2． 191 1． 704 1． 496 1． 416 1． 129 1． 769

总值方法平均 2． 142 1． 290 1． 208 1． 942 2． 002 1． 361 2． 065 1． 605 2． 070 1． 553 1． 362 1． 294 0． 988 1． 610
差异率 4． 948 8． 759 7． 583 6． 273 6． 410 7． 552 13． 884 9． 134 5． 840 9． 701 9． 859 9． 467 14． 349 9． 892

数据来源:利用 WIOD数据和本文方法计算得到。

图 1 中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方法计算绘制。

从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来看，

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普遍较低，低技

术和中低技术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差异较大。经
过各组增加值贸易成本简单算术平均之后，图 1 给
出了不同技术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变化趋势。整
体来看，中低技术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最高，其次

是低技术及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变化趋势显示，
1995—2011 年间所有技术类别制造业增加值贸易
成本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积极参

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
提升的事实。下降幅度表明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增
加值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35． 644%，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27． 408%和
24． 35%。从三种技术水平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差异率来看，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差异率最明显，差异
最小的是低技术行业，说明中国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额虽增长迅猛，但仍未摆脱大量进口高技

术零部件组装的分工模式，获得的贸易利益有限。
(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增加值贸易成本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国别异质性，本文选取了中国的九个主要贸易伙伴

进行分析，分别为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结果如表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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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整体来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增加值贸易成本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贸易成本水平及下降
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国与欧盟的增加值贸易成本最高，均值达 1． 968，其次是巴西和澳大利
亚。增加值贸易成本最低的依次是日本、美国和韩国。已有研究表明地理因素和历史渊源是影响双
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5］。作为近邻的中日韩三国，深远的历史文化联系和较高的经济开放度造就
了双边国家较低的增加值贸易成本。美国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契机和美
国产业链密不可分，因此中美增加值贸易成本也较低。拥有 27 个成员国的欧盟，其内部一体化的建
立产生的创造和转移效应使得中国和欧盟在最初存在较高的增加值贸易成本。

表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增加值贸易成本

年份 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印尼

1995 2． 404 1． 075 1． 022 1． 021 1． 500 1． 566 1． 991 1． 289 1． 707
1996 2． 331 1． 085 1． 022 0． 986 1． 418 1． 698 1． 975 1． 269 1． 674
1997 2． 242 1． 007 0． 950 1． 007 1． 215 1． 715 1． 861 1． 352 1． 520
1998 2． 252 1． 027 0． 958 1． 020 1． 222 1． 645 1． 955 1． 114 1． 522
1999 2． 160 1． 020 0． 968 1． 047 1． 203 1． 706 1． 979 1． 213 1． 472
2000 2． 079 1． 002 0． 932 1． 004 1． 168 1． 709 1． 909 1． 089 1． 419
2001 2． 033 0． 994 0． 917 0． 979 1． 175 1． 639 1． 856 1． 167 1． 424
2002 1． 948 0． 977 0． 886 0． 956 1． 142 1． 585 1． 781 1． 167 1． 417
2003 1． 877 0． 946 0． 861 0． 927 1． 133 1． 559 1． 746 1． 165 1． 404
2004 1． 821 0． 910 0． 818 0． 901 1． 108 1． 614 1． 647 1． 131 1． 325
2005 1． 832 0． 904 0． 813 0． 946 1． 094 1． 623 1． 640 1． 148 1． 285
2006 1． 792 0． 899 0． 825 0． 965 1． 133 1． 596 1． 651 1． 181 1． 250
2007 1． 745 0． 894 0． 844 0． 972 1． 128 1． 614 1． 620 1． 201 1． 261
2008 1． 770 0． 891 0． 866 0． 966 1． 183 1． 566 1． 551 1． 203 1． 337
2009 1． 762 0． 926 0． 890 1． 010 1． 196 1． 585 1． 593 1． 242 1． 366
2010 1． 724 0． 887 0． 870 0． 995 1． 185 1． 577 1． 510 1． 141 1． 296
2011 1． 688 0． 865 0． 850 0． 982 1． 134 1． 504 1． 440 1． 095 1． 226
增加值平均 1． 968 0． 959 0． 899 0． 981 1． 196 1． 618 1． 747 1． 186 1． 406
总值平均 1． 831 0． 874 0． 850 0． 886 1． 124 1． 549 1． 653 1． 124 1． 316
差异率 7． 503 9． 804 5． 870 10． 760 6． 447 4． 462 5． 736 5． 534 6． 870

数据来源:利用 WIOD数据和本文方法计算得到。

从增加值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来看，下降最快的是欧盟，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欧盟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赢的经贸合作给

彼此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也带来了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迅速下降。印尼和巴西分别作为东盟和
金砖五国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金砖五国经贸往来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贸易成本

的大幅下降。中国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快速下降表明中国对外开放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更加注
重贸易的均衡发展。中国和俄罗斯的增加值贸易成本虽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却是先升后降，下降幅
度只有 4． 156%，俄罗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国家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国”，两国间贸易
成本还有很大下降空间。两种方法度量的贸易成本差异率显示，中国同韩国及美国的增加值贸易成
本差异率最大，达到 10． 76%和 9． 804%，同俄罗斯及巴西间的差异率最小。说明中国一直以来积极
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与美国、韩国、欧盟之间存在较大技术差异，位于价值链的中低
端，而同日本较低的差异率则说明中国和日本在全球生产链中分工参与存在较大相似性，从而表现

出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国别异质性。
四、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已有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间的距离、是否毗邻、人均 GDP 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等是影响双边

国家间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8，11，14，24-26］。鉴于关税和非关税政策性壁垒及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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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产成本无法直接测度，本文也采用引力模型间接的实证方法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贸易成本和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作为推动
全球价值链形成和深化的主要因素，贸易成本下降不仅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27］，反

过来其也会受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影响［18，28-29］。因此，以价值链分工地位为视角能更准确地把握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因素。由于贸易成本和价值链分工的双向影响可能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及贸易成本存在的时间延续性，本文在 Novy［11］、孙瑾和杨英俊［18］及 Noguera［21］研
究基础上，采用动态系统 GMM估计方法对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
行实证研究。

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是中

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中国增加值贸易成本的滞后一期和二期

及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如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ijkt = α0 + α1 ijkt － 1 + α2 ijkt － 2 + α3gvc_positionijkt + βZ + λyear + λ indus + εijkt ( 15)
其中，i表示中国，j代表贸易伙伴国，k为行业，t是年份。模型被解释变量增加值贸易成本 ijkt，

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和贸易伙伴国间的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考虑到贸易成本的时间延续性，上期贸
易成本可能对当期贸易成本带来影响，本文将滞后一期和二期的增加值贸易成本 ijkt － 1和 ijkt － 2加入

回归模型，增加值贸易成本数据均根据上述增加值贸易成本测算模型计算得到。鉴于本文从价值链
分工视角考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制造业参与价值链的分工地

位必然会影响其增加值贸易成本。因此，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指
数( gvc_positionijkt ) ，制造业参与 GVC 的分工地位越高，越可能位于价值链高端，增加值贸易成本越
低。其测度方法是基于 Koopman et al．［30］所提出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利用本文的增加值贸易数据计

算得到。具体计算公式为: gvc_positionijkt = ln( 1 +
IVijkt

Eijkt
) － ln( 1 +

FVijkt

Eijkt
) 。其中，Eijkt为 t 年 i 国 k 行业

对 j国的出口总额，IVijkt为 t年 i国 k行业对 j国的出口中作为中间品使用，并被出口到其他第三国所
包含的 i国增加值; FVijkt代表 t年 i国 k行业对 j国出口的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考虑到贸易成本的内涵及传统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发展因素、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等都是影响贸易

成本的重要方面，本文的其他解释变量包括: ( 1) 经济自由度指标( frdmjt ) 。贸易伙伴国经济自由度越
高，贸易越便捷，增加值贸易成本越低。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 2) 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
( exportijkt ) 。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出口规模越大，中国和贸易伙伴国贸易关系越密切，增加值贸易成
本可能越低。( 3) 距离因素( distijt ) 。采用对数形式进入模型。借鉴蒋殿春和张庆昌

［31］的做法，以两国

之间航运距离乘以当年国际油价来表示④。按照传统引力模型的含义，距离因素越大，贸易成本越高。
其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双边国家航运距离数据来源于 Mayer and Zignago［32］测算的贸易距离，国际油价
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署，并用美国 CPI指数以 1995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4) 两国人均 GDP之差( gdp
_gapijt ) 。指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在 t年的人均实际 GDP 之差，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两国间人均 GDP
之差越大，两国需求差异性越大，贸易产生的基础越大，贸易成本可能越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并以
199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5) 人口总量( peopleijt ) 。以贸易伙伴国总人数的对数表示，人口数量越多，市
场规模越大，贸易潜力越大。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6) 是否为 WTO成员的虚拟变量( WTOjt ) 。若是
则赋值为 1，不是则为 0。数据来源于WTO官方网站。( 7) 互联网使用率( internetijt ) 。以中国和贸易伙
伴国每百人互联网使用人数的乘积表示，并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两国互联网使用率越高，信息交流
越畅通，信息成本越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8) 共同边界虚拟变量( borderij ) 。有共同边界取值为
1，没有为 0。相邻两国会因文化相近，交通便捷而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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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统计性描述与预期影响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符号

ijkt 增加值贸易成本 1． 820 0． 944

gvc_positionijkt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指数
0． 054 0． 079 －

lnexportijkt 双边出口额 4． 107 2． 595 －
frdmjt 经济自由度指标 65． 019 11． 328 －
wtojt 是否是 WTO成员 0． 926 0． 260 －

lndistijt 距离因素 12． 344 0． 666 +
lngdp_gapijt 两国人均 GDP之差 8． 985 1． 433 －
lnpeopleijt 人口总量 16． 658 1． 803 －
borderij 是否有共同边界 0． 052 6 0． 223 －

lninternetijt 互联网使用率 3． 558 4． 183 －

2． 模型估计方法和描述性
分析

为有效处理模型中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项、价值链分工地位等解
释变量可能和增加值贸易成本具

有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本文采取动态面板两步系统

GMM方法来克服 OLS 和 FE 估计
可能存在的估计值偏差，并控制了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在对水平
方程和差分方程工具变量的合适

滞后期进行合理选择后，各计量模型均通过了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的 Hansen 检验。进行回归之前，为
避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对主要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和方

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 5，依据共线性判断标准，可认为不存在严
重多重共线性。进一步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也显示，各解释变量的 VIF均小于 10，均值为 1． 97，从而再
次验证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⑥。所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及预期影响符号
如表 4 所示。

表 5 基本回归结果

( 1) ( 2) ( 3)

ijkt－1
0． 446＊＊＊
( 6． 600)

0． 420＊＊＊
( 5． 923)

0． 419＊＊＊
( 5． 927)

ijkt－2
0． 060 5＊＊
( 2． 523)

0． 046 7*

( 1． 763)
0． 045 2*

( 1． 681)

gvc_positionijkt
－ 0． 906＊＊＊
( － 4． 095)

－ 1． 232＊＊＊
( － 4． 848)

－ 1． 190＊＊＊
( － 4． 772)

lnexportijkt
－ 0． 135＊＊＊
( － 6． 470)

－ 0． 085 7＊＊＊
( － 3． 915)

－ 0． 072 4＊＊＊
( － 2． 817)

frdmjt
－ 0． 004 73＊＊＊
( － 3． 300)

－ 0． 010 1＊＊＊
( － 5． 446)

－ 0． 008 99＊＊＊
( － 5． 214)

wtojt
－ 0． 070 1*

( － 1． 814)
－ 0． 122＊＊＊
( － 3． 073)

－ 0． 126＊＊＊
( － 3． 149)

lndistijt
0． 028 0*

( 1． 649)
0． 031 0*

( 1． 914)

lngdp_gapijt
－ 0． 034 8＊＊＊
( － 2． 865)

－ 0． 039 2＊＊＊
( － 3． 260)

lnpeopleijt
－ 0． 072 0＊＊＊
( － 3． 214)

－ 0． 087 3＊＊＊
( － 3． 072)

borderij
－ 0． 126＊＊
( － 2． 210)

－ 0． 128＊＊
( － 2． 020)

lninternetijt
－ 0． 018 3＊＊＊
( － 3． 784)

cons 1． 943＊＊＊
( 7． 325)

3． 492＊＊＊
( 6． 149)

3． 754＊＊＊
( 5． 393)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AＲ( 1) 0． 000 0． 000 0． 000
AＲ( 2) 0． 996 0． 851 0． 836

Hansen test 0． 974 0． 975 0． 976
N 7 797 7 797 7 797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 t 值，＊＊＊、＊＊和*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模型( 1) ～ ( 3) 是逐步添
加不同类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3． 基准回归结果
表 5 是运用两步系统动态 GMM方法估计得

到的基准回归结果。考虑到不同类别因素对增
加值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逐步

添加不同类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方法。模型
( 1) 中加入了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增加值贸易成
本效应的出口因素和制度因素，模型( 2) 中加入
了影响贸易成本的传统引力模型相关因素，模型

( 3) 又进一步加入了反映信息成本的互联网使用
率。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检验结果均通过了基于
二阶残差序列相关检验的 AＲ( 1) 和 AＲ( 2) 检验
及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Hansen 检验，说明模型估
计结果是可信的。模型 ( 3 ) 的基本回归结果表
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正，滞后

二期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明显下降，说明中国制造

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当期对滞后期贸易成

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力

逐步下降，增加值贸易成本呈现出的动态变化是

影响中国制造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的一个重

要因素。主要解释变量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地位对增加值贸易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表

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越高，

越有利于降低增加值贸易成本，努力实现中国制

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是降低贸易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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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途径。其余解释变量中除距离因素外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制造业对贸易伙伴国出口
规模越大、两国间人均 GDP差距越大、贸易伙伴国互联网使用率越高、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自由度越
高、人口规模越大、两国有共同边界且是 WTO 成员时，中国制造业出口到该贸易伙伴国的增加值贸
易成本越低。而传统引力模型中影响贸易成本的距离因素仍然呈现出正向显著性，反映经过油价调
整的距离因素依然是加大双边国家增加值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4． 异质性检验结果
为探究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影响的异质性，再考虑技术水平的重要性，本文

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的贸易成本效应按照技术水平进行了分组回归。比较模型( 4) ～
( 6) 的结果后发现:无论是低技术、中低技术，还是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中国制造业越是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越有

利于降低所有技术水平制造业行业的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具体来看，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价值链
地位提升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高和高水平制造业行业及中低技术水平行

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逐渐从低技术产品为主向中低和高技术产品转变，出口结
构发生了较大改变，GVC地位的逐渐跃升带来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其余解释
变量中，出口规模增加均能显著降低增加值贸易成本，中低技术及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增加

值贸易成本降低效应更大;经济自由度越高和加入 WTO，对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的增加值贸易成本降
低效应越强，而对中高和高技术水平行业不显著，可能是经济自由度越高的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保

护越强，从而造成了贸易障碍。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中的距离因素都显著为正，再次验证距离越远，贸
易成本越高;两国人均 GDP 差距越大，均显著降低了低技术及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的增加值贸易成
本，而中低技术行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则不显著; 贸易伙伴国市场规模越大及有共同边界能显著降低

低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增加值贸易成本。衡量信息成本的互联网使用率无论何种技术水平都显著降
低中国制造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总体来看，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各因素所产生的增加值贸易成本
效应普遍高于其他技术水平行业，也反映了一直以来中国以低端制造业融入 GVC 的全球化分工参
与模式的特征。

5．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基本回归中使用了逐步添加不同类别解释变量的方法，具体结果

如表 5 中模型( 1) ～ ( 3) 所示。结果表明在逐步添加不同类别影响中国制造业对外增加值贸易成本
的解释变量后，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均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而验证了模型选取的变

量是合理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此外，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不受产
品替代弹性大小的影响，我们还以产品替代弹性 σ 分别为 5 和 10 计算的增加值贸易成本作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6 中模型( 7) ～ ( 8) 所示。使用不同产品替代弹性的被解释变量的估计
结果显示，模型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均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再次验证了本文模型

选取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改进的增加值贸易成本模型测算和分析了中国制造业 1995—2011 年双边增加值贸易

成本及影响因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总值贸易方式对贸易成本的测度普遍低于增加值贸

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能更准确地揭示贸易成本演变的特征事实。第二，整体
来看，1995—2011 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下降了 39． 153% ( σ = 8) ，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反
映中国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事实。从行业来看，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的增加值贸
易成本普遍较小，下降幅度最大，但两种方式测度下差异率却很高; 其次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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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技术水平分组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技术水平分组回归 稳健性检验

( 4) ( 5) ( 6) ( 7) ( 8)

ijkt－1
0． 479＊＊＊
( 7． 741)

0． 688＊＊＊
( 5． 661)

0． 445＊＊＊
( 9． 701)

0． 525＊＊＊
( 3． 401)

0． 408＊＊＊
( 7． 454)

ijkt－2
0． 077 1＊＊
( 2． 454)

0． 044 4
( 0． 725)

0． 097 0＊＊
( 2． 138)

0． 028 8
( 0． 689)

0． 048 1＊＊
( 1． 974)

gvc_positionijkt
－ 1． 279＊＊＊
( － 4． 157)

－ 0． 624＊＊
( － 2． 220)

－ 0． 890＊＊＊
( － 3． 789)

－ 0． 318＊＊＊
( － 2． 972)

－ 0． 728＊＊＊
( － 5． 428)

lnexportijkt
－ 0． 055 7＊＊
( － 2． 538)

－ 0． 125＊＊＊
( － 4． 341)

－ 0． 104＊＊＊
( － 4． 970)

－ 0． 209＊＊＊
( － 3． 472)

－ 0． 048 6＊＊＊
( － 3． 710)

frdmjt
－0． 006 57＊＊＊
( － 2． 947)

－0． 005 55＊＊＊
( － 3． 353)

－ 0． 001 67
( － 0． 873)

－ 0． 031 3＊＊＊
( － 3． 439)

－0． 005 52＊＊＊
( － 5． 474)

wtojt
－ 0． 098 8*

( － 1． 645)
－ 0． 100*

( － 1． 915)
－ 0． 041 0
( － 0． 918)

－ 0． 552＊＊＊
( － 3． 186)

－ 0． 070 1＊＊＊
( － 2． 965)

lndistijt
0． 010 3*

( 1． 754)
0． 005 84*

( 1． 821)
0． 006 99*

( 1． 892)
0． 033 9*

( 1． 933)
0． 022 6＊＊
( 2． 363)

lngdp_gapijt
－ 0． 034 7＊＊
( － 2． 008)

0． 019 8
( 1． 636)

－ 0． 021 0*

( － 1． 873)
－ 0． 108*

( － 1． 724)
－ 0． 024 4＊＊＊
( － 3． 552)

lnpeopleijt
－ 0． 083 0＊＊
( － 2． 408)

0． 041 4
( 1． 567)

0． 011 1
( 0． 507)

－ 0． 332＊＊
( － 2． 319)

－ 0． 049 9＊＊＊
( － 3． 180)

borderij
－ 0． 155*

( － 1． 798)
－ 0． 094 0
( － 1． 267)

－ 0． 082 1
( － 1． 414)

－ 0． 541＊＊
( － 2． 140)

－ 0． 074 6*

( － 1． 931)

lninternetijt
－ 0． 042 0＊＊＊
( － 3． 445)

－ 0． 041 4＊＊＊
( － 3． 601)

－ 0． 076 8＊＊＊
( － 3． 402)

－ 0． 104＊＊＊
( － 3． 134)

－0． 008 28＊＊＊
( － 3． 601)

cons 3． 655＊＊＊
( 3． 654)

0． 521＊＊＊
( 3． 023)

1． 283＊＊
( 2． 325)

12． 40＊＊＊
( 3． 215)

2． 192＊＊＊
( 6． 543)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Ｒ( 1) 0． 006 0． 001 0． 001 0． 011 0． 000
AＲ( 2) 0． 539 0． 626 0． 554 0． 732 0． 848

Hansen test 1． 000 1． 000 1． 000 0． 973 0． 979
N 3 358 2 201 2 238 7 797 7 797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 t 值，＊＊＊、＊＊和*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
显著水平。模型( 4) ～ ( 6) 分别为低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及中高和高
技术行业分组回归结果;模型( 7) ～ ( 8) 是稳健性检验。

低技术行业的增加值贸易成本下

降幅度最小，差异率也较小。说明
中国制造业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

但仍要依赖较多的进口中间零部

件，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地位。
从贸易伙伴来看，中国与美、日、韩
的增加值贸易成本最低，与欧盟的

增加值贸易成本最高。但与欧盟、
东盟的印尼及金砖国家巴西的增

加值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大，反映

出中国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程度的

同时也更加注重均衡开放战略。
第三，进一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分工地位是影响增加值贸易成本

的关键因素。双边国家出口额、人
均 GDP 之差、贸易伙伴国的经济
自由度和市场规模、是否加入
WTO和互联网使用率都会在不同
程度上显著降低增加值贸易成本，

而距离因素始终是影响双边国家

增加值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在

全球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浪潮增大
背景下，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业

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关注和

寻求降低贸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首先，中国应继续努力实现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争取在全球价值链构建中提高国内企业的地位，占领价值链中、高端位置，这
不仅有利于贸易成本的下降，还能获取更大份额的贸易利益。其次，在国际上倡导贸易便利化，推进
与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间的贸易规则和制度建设，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的倡议和签订，同时加

快国内制度建设，提高贸易效率，实现国内外制度的衔接配合，促进贸易成本的下降。最后，促进贸
易便利化和减少贸易成本要着眼于贸易伙伴结构和制造业行业贸易成本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降低

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和行业的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实现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持续畅通

发展。

注释:

①公式( 10) 中“#”为点乘，即矩阵中的对应元素分别相乘，后同。

②为考察加入WTO前后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本文未采用 2016 年WIOD发布的 2000—2014 年的投入产
出数据。

③鉴于本文考察双边国家增加值贸易成本，故剔除了中国台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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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此做法弥补了传统引力模型中以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两国航运距离来表示距离因素所存在的缺陷，从而提升了
估计的准确性。

⑤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共同语言变量，因中国和 WIOD( 不包括中国台湾) 国家不具有共同语言，因此本文就不再包括
共同语言变量。

⑥具体结果文中未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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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ZHENG Danqing，YU Jinping
(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rade system in value-added to extend traditional gravity model．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1995—2011，we dynam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trade statistics underestimate the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the distortion does exist． The

bilateral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declining gradually，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ies among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and trading partners． The further estimat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s that the global value chain ( GVC) posi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key factor to reduce the

bilateral value added trade costs． Therefore，upgrading the GVC position，reducing trade costs and promoting trade facilitation

are the necessary appro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value added trade; trade costs; gravity model; posi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trade facilitation; system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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